
* 本文曾在“中国社会学会社会网与社会资本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五届社会网
与关系管理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作者感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5CSH17)与教育
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05JA840004)的支持，感谢匿名评审对本文提出的
宝贵意见和建议。

社会网络规模的影响因素:

不同估计方法的比较
*

黄荣贵 桂 勇

提要:在对社会网规模的估算中，0LS 方法的适当性和实际效果目前还
缺乏较为系统的考察。本文在对现有统计学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初步探
讨了在估算社会网规模时 OLS 方法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可供选择的替代方
案。通过对 CGSS 2003 数据集的统计分析及计算机模拟分析，本文在经验层
面发现，OLS估计结果确实与替代方案(特别是负二项回归模型)的估计结
果存在明显的差异。最后，本文建议研究者采用可供替代的建模方式研究社
会网络规模的影响因素。
关键词:网络规模 OLS 负二项回归

在对社会网规模的估算中，现有文献往往采用 0LS 方法(例如张
文宏，2005; 边燕杰，2004; 边燕杰、李煜，2000; Hampton，2003; La
Due Lake ＆ Huckfeldt，1998;Pinkster ＆ Volker，2009)。不过，采用
OLS对社会网规模进行估算有几个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第一，不同
OLS建模策略对结果的影响可能是不一样的。例如，直接对网络规模
进行 OLS回归与对因变量进行对数变换就可能会带来不同结果。然
而，研究者很少比较不同 OLS 建模策略对结果的影响。第二，实际研
究中常常对因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但是并没有明确对数变换过程中如

何处理 0 取值的问题。如果对“因变量 +正数”进行对数变换 ，研究者
似乎很少对该正数的选择做出说明。第三，在某些特定条件下，采用
OLS对社会网规模进行估算可能直接影响研究结论，特别是在社会网
规模较小、总体均值不大但是方差比较大，或者自变量影响效应较低的
情况下更是如此。本文的目的就是对不同方法估算社会网规模进行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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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详细的比较，以便对相应研究的建模策略提供一个参考。

一、OLS估计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可供选择的替代模型

社会网络规模是一个计数型变量，是取值为非负数的变量，并且，

其分布往往呈现明显的偏态性。在经验研究中，研究者往往将社会网
络规模看作是服从正态分布的变量，并使用 OLS 方法研究其影响因
素。正如统计学文献指出，当解释变量是计数变量而使用 OLS 进行估
计，将可能导致非有效的( inefficient)、不一致甚至是有偏的估计量
(Long，1997: 217; King，1988)。在使用 OLS方法估算社会网的规模
时存在如下问题:首先，OLS 模型的预测值可能是负数，对于网络规模
来说，这是无意义的。可以说，使用 OLS 研究网络规模的影响因素，是
对统计模型的错误设定。模型的错误设定将导致估计量的不一致性
(DeMaris，2004: 352)。其次，对于计数型因变量而言，OLS 模型的残
差项不再是同方差的(即存在异方差)。异方差的存在，意味着标准误
及相应的显著度不再是准确的估计(DeMaris，2004: 353)。针对异方
差问题，一种常见的做法是对因变量 Y 进行对数变换。如果这么做，
研究者就面临一个挑战:如何处理取值为 0 的个案? 如果分布的期望
较大，分布较接近正态分布，0 取值的个案所占的比例也较少，一种可
能的处理办法是将 0 取值剔除，仅考察取值大于 0 的个案。但是，当 0
取值的个案所占的比例很大的时候，这种做法显然不是好的选择。如
果将 0 纳入分析，并且希望进行对数变换，一种可能是对 Yi + n 进行对
数变换(n是一个常数，常用的取值有 0. 1、0. 5 和 1 等)，然后对 log(Yi

+ n)进行 OLS估计。在社会学研究中，研究目的往往是考察自变量对
因变量 Y的影响。为此，即使在模型估计中对因变量 Y 进行对数变
换，在阐释模型结果时，研究者依然需要计算自变量与因变量 Y 的条
件期望两者的关系。然而，对第二种对数变换方式而言，该过程似乎并
不容易 (Wooldridge，2002: 645)。在这个意义上说，更加合适的做法
是直接对 Y 的条件期望进行建模。上文从统计理论上指出了使用
OLS估计可能存在的问题。此外，经验研究也指出，使用 OLS 估计对
结果可能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比如，模型系数的显著性可能出现逆

转。换言之，在 OLS中不显著的自变量可能在计数变量模型中变为显

701

论 文 社会网络规模的影响因素:不同估计方法的比较



著 (Krain，1998)。
从现有文献来看，针对计数变量进行分析的常用统计模型包括泊

松回归(Poisson regression)、负二项回归(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和零膨胀回归模型(Zero-inflated model)等(Long，1997: 221 － 247)。①

本文考察以上统计模型，理由如下:首先，以上统计模型是处理计数型

变量的常见模型(例如 Cameron ＆ Trivedi，1998; Winkelmann，2008)。
其次，常用统计软件提供以上模型的估计程序(比如 StataCorp，2009;
Zeileis et al.，2008)。在这个意义上说，以上模型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接下来，作者将简要介绍泊松回归、负二项回归以及零膨胀回归
模型。②

( 一) 泊松回归

在泊松回归中，因变量 Y假定服从泊松分布。其模型为 E(yi | xi)

= exp(xiβ)。该模型保证了因变量的取值为非负数。从泊松分布的特
性来看，当分布的均值增加时，0 出现的概率也随之下降，分布也越来
越接近正态分布。这意味着，当网络规模较大时，使用 OLS 估计的问
题相对较小。然而，当网络规模的均值较小时，0 出现的概率比较大，
其分布的偏态性也更加明显，这时候使用 OLS建模的问题更大一些。
在泊松回归中，因变量的条件方差应该等于条件期望。在实际应

用中，因变量的条件方差往往大于条件期望，这种现象被称为过分离散

(over-dispersion)。过分离散虽然不影响泊松回归系数的一致性，但是
标准误将会被低估，本来不显著的变量可能会变成显著。过分离散状
态的出现，可能的原因包括遗漏解释变量，或者所研究的对象存在社会

感染(contagion)，即彼此之间并不独立。例如，就朋友网的规模而言，
即使个人其他特征不变，认识朋友这个过程本身可能影响到下一阶段

朋友网建立的速度。因为过分离散现象不影响泊松回归模型系数的一
致性，因此一种处理方案是对标准误进行调整，比如使用 Quasi-ML 进
行估计，该模型被称为 Quasi-Poisson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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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虽然 Tobit(杜宾)模型可以解决预测变量为负的问题，但该模型的主要目的是处理截尾
数据(censored data，也有学者翻译为删失数据)、样本选择偏误和角点解( corner solu-
tion)———即变量正值连续分布，但以正概率取零值的数据结构。本文不考察 Tobit模型。
本文并不会进行详细的数学推导，感兴趣的读者可参考 Long，1997;Cameron ＆ Trivedi，
1998。



( 二) 负二项回归

负二项回归是一种较为常用的处理过分离散现象的模型。负二项
回归的模型为: E(yi | xi) = exp(xiβ)* δi，其中 δi服从以 vi为参数的伽
玛(Gamma)分布。为了使模型能够识别( identification)，需要增加两个
限定条件: E(δi) = 1，vt = α －1( for α < 0)。经数学推导可知，yi的条件

期望与泊松回归中的条件期望一致。yi条件方差等于 Var(yi | xi) = μi

+ αu2
i，其中 μi 是条件期望。

( 三) 零膨胀回归模型

在计数型变量建模的过程中，还经常遇到一种情况，那就是 0 取值
所占的比例远高于模型所预测的比例。对于“过度”出现的 0 取值，可
能具有不同的生成机制。一种可能是，对于某个群体而言，某种类型的
社会网是不可能存在的，笔者称之为“结构性的 0 网络规模”。例如，
对于长年在外工作的农民工而言，其拜年网的规模可能属于“结构性
的 0 网络规模”;对于部分独居老人而言，朋友网的规模也可能属于
“结构性的 0 网络规模”。另一种可能是，某个群体的社会网络规模可
以是非 0 的，实际观察值为 0 是因为随机性所造成。因为 0 网络规模
的产生机制可能存在不同的类型，研究者在数据分析时应该直接对可

能存在的不同机制分别进行建模。对于这种情况，研究者可以使用零
膨胀回归模型进行建模。该模型具有两个部分:对结构性 0 取值的产
生机制使用 logit回归进行建模;对泊松过程或负二项过程生成的部分
使用泊松回归或负二项回归进行建模。如果观察到的数据中取值为 0
的比例比以上模型所预测的要高，则零膨胀回归模型是一种可供选择

的模型。
由于现有文献对“结构性 0 网络规模”的理论探讨较少，在设定零

模型的影响因素时缺乏理论指引，也难以使用社会网络相关的理论评

估该模型所得结论的适当性，因此，在下一节的经验比较中，本文仅仅

拟合零膨胀模型(见附表 1)，但不对其进行详细的考察和评估。

( 四) 模型选择

数学上可以证明，当负二项回归的参数 α 变为 0 时，负二项回归
的条件方差等价于泊松回归的条件方差，负二项回归将退化为泊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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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在这个意义上说，泊松回归和负二项回归是嵌套(nested)模型，可
以使用似然比检验( likelihood test)来比较两者的拟合程度(Cameron ＆
Trivedi，1998)。泊松回归、负二项回归与零膨胀回归模型不是嵌套模
型，不能使用似然比检验来比较模型的拟合程度，而应该用 Vuong检验
来比较非嵌套模型的拟合程度(Vuong，1989)。值得注意的是，不管使
用哪种模型，模型和数据的拟合程度仅仅是模型选择的一个标准。在
经验研究中，还需要结合理论知识对模型的合理性进行综合选择。接
下来，笔者以 CGSS 2003 的数据为例，比较不同模型在社会网规模研究
中的不同效果。
从现有社会网络研究的文献可知，大部分研究者对网络规模取对

数，然后使用 OLS进行估计，但是并没有指出如何处理 0 取值的处理
方式(例如张文宏，2005;边燕杰，2004;边燕杰、李煜，2000)。本文的
第二部分比较不同模型的时候，仅针对以网络规模对数为因变量的

OLS模型和计数变量模型。

二、不同模型估计社会网规模的不同效果:
以 CGSS 2003 调查数据为例

( 一) 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于 2003 年所收集的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 2003)。抽样方案为四阶段不等概率抽
样:第一阶段以区、县为初级抽样单位。抽样框来自行政规划资料，共
有 2801 个区、县单位;第二阶段以街道、乡镇为二级抽样单位;第三阶
段以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为三级抽样单位;第四阶段以家庭住户为
单位，在每户中确定 1 人为最终单位。① 笔者所使用的数据集共有
5279 个被观察对象②，其中男性 2687 人，占 50. 9% ;已婚者有 4831 人，
占 91. 9% ;受过高等教育者有 1070 人，占 20. 3%。样本的平均年龄 44
岁，年收入平均 10370 元，中位值 8000 元，标准差为 12900.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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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数据收集的更加详细的资料，请参见其网站(www. chinagss. org)。
考虑到下文统计模型将引入职业作为主要解释变量，无职业信息的观察对象在数据预处

理时直接删除。5297 是具有职业信息的个案数。



基于社会资本研究，本小节将具体探讨社会网规模的影响因素。
学界对社会资本的定义有不同的理解(张文宏，2007)。本文所指社会
资本是个人的社会网络联系，个人社会网络联系越多，社会资本存量也

越大，即网络规模是因变量。主要的解释变量是被访者的阶层。此外，
作者结合社会资本的研究文献选取控制变量。变量的测量如下。

1.因变量:网络规模
在本研究中，因变量是讨论网和拜年网的网络规模。讨论网规模

的测量指标是:“在过去半年内，与您讨论过对您来说是重要的问题的
人的个数”。讨论网络平均规模是 5. 25 人，其中 4. 86%的被访者的讨
论网规模为 0。拜年网的网络规模测量指标是:“在今年春节期间，以
各种方式互相拜年、交往的亲属、亲密朋友和其他人共有多少人?”拜
年网的平均网络规模是 28. 24，其中 4. 71%的被访者的网络规模为 0
(详见表 1)。

表 1 网络规模的描述统计

讨论网 拜年网

均值 5. 25 28. 24
方差 270. 89 821. 40
0 网络规模的比例 4. 86% 4. 71%
个案数 4852 4779

注:1)均值和方差使用人权重加权。①2)由于变量包含缺失值，表中汇报的有效个案数小

于前文所提及的个案总数(5297)。②

① CGSS 2003 数据集提供不同的加权权重，人权重是其中一种加权方式。下同。
② 由于缺失值的存在，下文统计模型的有效个案数均小于个案总数(5297)。本文并没有
对变量的极值进行特别处理。

2.自变量:社会网络的影响因素
根据现有文献可知，阶层(张文宏，2005;边燕杰，2004;边燕杰、李

煜，2000)是影响社会网络的重要因素。此外，工作状态，特别是是否
全职工作可能会直接影响个人的社会网规模。在本文中，阶层的一个
测量指标是被访者最近的职业;在某种程度上，该指标同时反映了被访

者的阶层和工作状态。具体而言，使用的职业分类沿用 CGSS 2003 所
提供的职业分类标准，包括:下岗，家务劳动者，退休，农、林、牧、渔、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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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业生产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个体户，机关、党
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个人所获取的社会资本总量存在着一定的代际传递性，依赖于家

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总量。父母的教育，尤其是母亲的教育水平与孩
子的社会资本具有密切相关(Halpern，2005)。本研究将引入父母的
教育水平作为解释变量(父母是否受过高中或者以上的教育)。普特
南指出，看电视可能对社会资本具有消极的影响，而一起打保龄球则有

助于增进社会资本(Putnam，2000)。后续研究指出，看电视和社会流
动性对社会资本具有交互效应，其影响并不必然是负面的 (比如 Kang
＆ Kwak，2003) 。因此，被访者的空余时间消耗在看电视的程度将是
其中一个解释变量。对于中国人而言，一起打牌或者麻将对于社会资
本的影响可能与一起打保龄相似，因为两者都是集体性的休闲活动。
基于这一认识，笔者将周末是否经常打牌或者麻将作为自变量。
基于对现有文献的回顾，本研究引入的其他变量包括户口所在地

(边燕杰，2004)，性别、婚姻状态和年龄(张文宏，2005)，教育程度和收
入(边燕杰、李煜，2000)。户口所在地的测量为“被访者户口是否属于
本县市”。本研究对年龄变量进行转换，模型中的年龄指标 = (实际年
龄 －样本年龄平均值) /10。教育程度变量方面，被访者被分为受过高
等教育与未受过高等教育两类。为了减少收入极值的影响，根据个人
年收入，本文将被访者分为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收入大于或者等

于平均值者属于高收入群体，否则属于低收入群体。

( 二) 网络规模的影响因素:不同估计方法之比较

从表 1 可知，网络规模的方差远大于其均值，因此存在过分离散现
象。在模型拟合过程中，统计检验也证实过分离散现象的存在。因此
在这里不汇报泊松回归的结果，而是汇报 Quasi-Poisson回归的结果。①

1.讨论网
比较不同建模方法对讨论网网络规模的影响因素的估计(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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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基于上文所提及的原因，本文不对“零膨胀模型”进行深入的讨论。但是，本文拟合了零
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详细结果见附表 1。从社会网络的代际传递的理论来看，家庭背
景可能是影响 0 网络规模的一个结构性因素，因此在拟合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时，0
模型分部引入了父母亲的教育程度。此外，是否是本县市人也作为一个结构性的制约因
素引入 0 模型分部。



2)，可以发现:
(1)即使同样采用 OLS进行估计，把 0 网络规模的样本放入模型

和把 0 网络规模的样本剔除出模型将直接影响最后的结论。比较模型
1 和模型 2 可知，模型 2 中关于阶层的几个变量(家务劳动者、专业技
术人员、党政机关企事业负责人)不再显著。
(2)总体而言，Quasi-Poisson 模型各个系数的显著性介乎于 OLS

模型和负二项回归模型之间，惟有看电视一项例外。换言之，Quasi-
Poisson模型部分系数的显著性与 OLS相一致，部分回归系数的显著性
与负二项回归模型一致。
(3)将模型 4 与其他三个模型相比，并且结合现有的研究结果，似

乎模型 4 的估计结果与理论预期更为一致:第一，本县市人的系数为
正，并且显著，这意味着讨论网规模与社会流动性之间存在着反向的关

系。第二，年龄系数不显著，这可能是没有细分讨论网的子类型导致
的。现有研究指出，不同年龄群体的社交模式具有很大的差异，年轻群
体在朋友网络方面占有优势，但是老年人群体在邻里网络和志愿活动

方面可能更有优势(Halpern，2005);因此，没有细分讨论网的子类型
可能掩盖其中的差异，导致年龄系数不显著。第三，在模型 4 中，家务
劳动者都不显著，并且这一结果与理论预期相一致。如果讨论网是通
过市场联系和组织联系而展开(边燕杰，2004)，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家
务劳动者的讨论网规模更大。第四，其他阶层变量的影响方面，似乎模
型 1 和模型 4 的结果比较一致，模型 2 和模型 3 的结果比较一致;然
而，总的来说，似乎 OLS 估计低估了个体户阶层讨论网的规模。个体
户阶层具有相当强的市场联系，讨论网的规模较大与常识相符，虽然这

种网络联系是否能转换为拜年网值得进一步考察。第五，负二项回归
中，看电视对于讨论网规模具有促进作用。这一发现与模型 1、模型 2
是一致的。该发现与现有研究结论———看电视会降低人际间的联
系———相左。这说明看电视对社会资本没有普遍的影响。
与现有理论预测不同的是，周末与朋友打牌或麻将、父母的教育程

度对讨论网规模没有影响。一种可能是周末与朋友打牌或麻将主要以
休闲娱乐为目的，这种社会联系无法转换为以社会讨论为基础的社会

资本。父母教育程度不显著意味着当代中国存在着较大的代际流动。
最后，四个模型一致指出，低收入者的讨论网规模比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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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讨论网规模的阶层差异

自变量

模型 1
OLS
Log
(网络规模)

模型 2
OLS
Log

(网络规模 + . 01)

模型 3
Quasi
Poisson
网络规模

模型 4
Negative
Binomial
网络规模

Coefficient S. E. Coefficient S. E. Coefficient S. E. Coefficient S. E.

截距 . 93 . 10 . 96 . 13 1. 34 . 34 1. 31 . 13

本县市人 . 03 . 06 － . 06 . 08 . 25 . 21 . 20* . 08

年龄 － . 06 . 02 － . 10 . 02 . 01 . 05 － . 02 . 02

男性 . 01 . 03 － . 03 . 04 . 13 . 09 . 10 . 04

高教育程度 . 07 + . 04 . 07 . 05 － . 07 . 13 － . 04 . 05

低收入群体 － . 07* . 03 － . 11 . 04 － . 30 . 09 － . 24 . 03

已婚 . 03 . 06 . 08 . 07 － . 02 . 18 . 01 . 07

下岗 . 03 . 06 － . 03 . 07 . 04 . 19 . 02 . 07

家务劳动者 . 22* . 10 . 11 . 12 . 16 . 34 . 13 . 12

退休 . 08 . 06 . 11 . 07 － . 07 . 18 － . 01 . 07

农、林、牧、渔、水
利业生产人员

. 00 . 12 － . 14 . 15 － . 02 . 40 － . 01 . 14

办事人员和有关

人员
. 06 . 05 . 02 . 06 . 05 . 15 . 04 . 06

专业技术人员 . 12* . 06 . 12 + . 07 . 19 . 17 . 18 . 07

个体户 . 10 + . 05 . 08 . 07 . 59 . 15 . 52 . 06

机关、党群组织、
企事业单位负

责人

. 16 . 06 . 14 + . 08 . 18 . 18 . 23 . 07

常看电视 . 06 . 02 . 04* . 02 . 06 . 05 . 06 . 02

常玩牌或打麻将 － . 00 . 01 － . 00 . 02 － . 01 . 05 － . 01 . 02

母亲教育程度

( > =高中)
－ . 02 . 06 . 00 . 07 － . 01 . 18 . 00 . 07

父亲教育程度

( > =高中)
. 04 . 04 . 08 . 05 . 01 . 13 . 04 . 05

Theta — — — 1. 17 . 03

个案数 3524 3684 3684 3684

AIC 9152. 33 11491. 59 — 20706. 99

注:1)以人权重加权。2)模型 1 仅引入网络规模大于 0 的个案。3)阶层变量以“生产、运
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为基准项。4)由于不同模型的因变量不同，AIC 统计
量不具有可比性。因此，研究者无法直接根据 AIC进行模型选择。下同。
+ p < 0. 10，* p < 0. 05，p <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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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拜年网
对拜年网网络规模的统计分析发现(详见表 3)，不同建模方法的

结果依然存在差异，但是彼此之间的差异较讨论网的差异小。表 2 中
不同模型比较发现有 27 项显著的差异(以 0. 05 作为显著的分界点)，
但是表 3 仅有 13 项差异。这可能与拜年网的平均规模比较大(拜年网
网络规模的均值为 28. 24)有一定的关系。就表 3 各模型之间的差异
而言，我们可以发现:

(1)即使同样采用 OLS估计，是否将 0 规模样本包括进来对最终
结果有较为显著的影响。
(2)Quasi-Poisson回归模型各个系数的显著性几乎与负二项回归模

型一致，仅有婚姻状态例外。然而，虽然负二项回归模型中的已婚群体
的系数不显著，但是其显著度已经非常接近0. 05(实际显著度为0. 054)。
(3)四个模型的主要差异集中于阶层变量:仅有家务劳动者、专业

技术人员两个阶层变量的统计结果在四个模型是一致的。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等阶层变量仅在模型 1 显著，办事人员及有关人员阶层变
量仅在模型 2 是不显著的。换言之，模型 3 和模型 4 的结论比较一致，
并且部分得到 OLS模型的支持。如果我们接受模型 3 和模型 4 的结
论，则意味着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拜年网规模并不比工人阶
级的规模大，该发现与现有的研究并不一致(边燕杰，2004;边燕杰、李
煜，2000;张文宏，2005)。一种可能是，在市场化进程中，传统的权力
关系对社会网的影响开始消减。另一种可能是，拜年网的生成可能受
协调组合(assortative mixing)机制的影响。① 即，高权者给高权者拜年，
而低权者给低权者拜年(关于拜年网的阶层分割与渗透的详细讨论，

参见边燕杰等，2005)。② 因此权力可能和拜年网规模无直接关系。对
于以上猜测，需要研究者进一步考证。
值得一提的是，看电视对于拜年网规模似乎没有影响;与之相对，

常和朋友玩牌或麻将的人的拜年网规模更大。一种可能是，一起玩牌
或者麻将的朋友本身就是属于核心社会网成员，因此彼此之间拜年的

可能性比较大。父母教育程度对拜年网规模没有影响。
3.讨论网与拜年网的比较
对表 2 和表 3 的比较分析显示，似乎讨论网和拜年网是两种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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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社会网络生成机制的简要评述，可参考 Goodreau et al. ，2009:105 － 106。
作者感谢匿名评审指出这一解释。



表 3 拜年网网络规模的阶层差异

自变量

模型 1
OLS
Log
(网络规模)

模型 2
OLS
Log

(网络规模 + . 01)

模型 3
Quasi
Poisson
网络规模

模型 4
Negative
Binomial
网络规模

Coefficient S. E. Coefficient S. E. Coefficient S. E. Coefficient S. E.

截距 2. 74 . 12 2. 69 . 17 3. 25 . 12 3. 19 . 11

本县市人 . 00 . 07 － . 08 . 10 － . 03 . 07 － . 02 . 07

年龄 － . 11 . 02 － . 13 . 03 － . 09 . 02 － . 08 . 02

男性 . 04 . 03 － . 09 + . 05 . 00 . 03 . 01 . 03

高教育程度 . 14 . 05 . 21 . 07 . 14 . 05 . 14 . 04

低收入群体 － . 18 . 03 － . 26 . 05 － . 23 . 03 － . 21 . 03

已婚 . 17 . 06 . 10 . 10 . 14* . 06 . 12 + . 06

下岗 － . 02 . 06 － . 17 + . 09 － . 02 . 07 － . 03 . 06

家务劳动者 . 36 . 11 . 32* . 16 . 39 . 11 . 38 . 11

退休 . 02 . 06 － . 11 . 09 － . 04 . 07 － . 03 . 06

农、林、牧、渔、水
利业生产人员

－ . 04 . 14 － . 17 . 21 － . 02 . 16 － . 03 . 14

办事人员和有关

人员
. 12* . 05 . 07 . 07 . 13* . 05 . 12* . 05

专业技术人员 . 18 . 06 . 20* . 09 . 13* . 06 . 15* . 06

个体户 . 04 . 06 . 05 . 09 . 09 . 06 . 07 . 06

机关、党群组织、
企事业单位负

责人

. 17* . 07 . 06 . 10 . 06 . 07 . 08 . 07

常看电视 . 00 . 02 . 02 . 02 － . 01 . 02 . 01 . 02

常玩牌或打麻将 . 07 . 02 . 12 . 02 . 06 . 02 . 06 . 02

母亲教育程度

( > =高中)
. 02 . 06 － . 00 . 09 － . 02 . 06 － . 03 . 06

父亲教育程度

( > =高中)
. 06 . 05 . 14* . 07 . 05 . 05 . 06 . 05

Theta — — — 1. 27 . 03

个案数 3463 3610 3610 3610

AIC 9632. 57 13018. 84 — 32482. 42

注:1)以人权重加权。2)模型 1 仅引入网络规模大于 0 的个案。3)阶层变量以“生产、运

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为基准项。

+ p < 0. 10，* p < 0. 05，p <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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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社会网络，各自具有不同的影响因素。以负二项回归模型为例，
对讨论网和拜年网进行比较(见表 4)。结果显示，共有 13 个变量对讨
论网或者拜年网有影响，这 13 个变量中仅有 3 个变量的影响是一致的
(低收入群体、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其中，有几个变
量值得进行简要的讨论:第一，家务劳动者仅对拜年网规模具有正向的

影响，这可能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家庭分工模式。第二，个体户阶层对讨
论网规模有影响，但对拜年网规模没有影响。第三，看电视仅对讨论网
规模有影响，这可能因为看电视是获得信息的渠道，而获取信息有助于

朋友之间进行讨论。相比之下，玩牌或麻将可能发生在熟人和朋友之
间。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熟人和朋友网的规模会影响被访者是否玩牌
或者玩麻将，而不是相反。最后，虽然没有在表 4 中反映出来，然而，表
2 和表 3 中大部分模型都表明，父母的教育程度似乎与个人的网络规
模没有太多的关系。这可能与当前中国社会流动较大有关。

表 4 讨论网和拜年网影响因素的比较:以负二项回归模型为例

显著的影响因素 讨论网 拜年网

本县市人 + ns
年龄 ns －
男性 + ns
高教育程度 ns +
低收入群体 － －
已婚 ns +
家务劳动者 ns +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 +
专业技术人员 + +
个体户 + ns
机关、党群组织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 ns
常看电视 + ns
常玩牌或麻将 ns +
影响一致的变量(总变量数) 3(13)

注: + 正向显著; － 负向显著;ns 不显著。

此外，根据对数变换模型①和负二项回归模型对网络规模进行预

测，然后计算实际网络规模与预测规模的相关系数，结果如下:(1)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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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表 2 和表 3 的模型 2。



讨论网而言，对数变换模型所得相关系数为 0. 04，负二项回归模型所
得相关系数为 0. 07。(2)对拜年网而言，对数变换模型所得相关系数
为 0. 23，负二项回归模型所得相关系数为 0. 24。比较可知，负二项回
归模型预测效果优于对数变化模型。并且，当网络规模较小时(比如
讨论网)该优势更明显。

三、对负二项分布变量建模的比较:一个模拟的结果

从上文的描述分析可知，社会网规模的方差远大于其均值;从不同

模型的比较结果来看，负二项分布回归模型的结果也比较符合常识和

理论预期。这些迹象似乎表明，社会网规模的分布比较接近负二项分
布。如果这样，那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网络规模确实服从负二项分
布，使用 OLS回归和负二项分布回归模型估计结果是否有差异;如果
有，究竟差异与什么因素有关? 从理论上说，这一方面可能与变量的均

值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效应大小有关。为了
回答该问题，笔者通过统计模拟进行分析。尽管统计模拟无法在统计
学意义上证明这种差异是否存在，但模拟结果能提供相关的经验证据，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设计统计模拟方案的时候主要考虑了以下因
素:1.样本量。不失一般性，本文仅引入一个自变量。考虑到模型参数
比较少，为了减低由大样本引起的虚假显著，样本量应该中等偏小。在
具体模拟中，样本量为 200。2. 自变量分布。为了使模拟情景与实际
研究更加一致，作者并没有采用随机数作为自变量，而是在 CGSS 2003
数据集中选取“常看电视”这一变量，并从该变量中随机抽取了 200 个
观察。① 3.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效应的大小(下图中的 size of effect)和
模型的截距(下图中的 a)。参照上文各回归系数的大小，选取了
－ 0. 15到 0. 15 之间的影响效应进行模拟。截距的取值是 1. 5，2，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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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正如匿名评审指出的，模拟设计并没有考虑未观察变量对模型估计的影响。然而，本模
拟的主要目的是，在假定数据生成过程为负二项分布的基础上比较 OLS回归和负二项回
归模型的估计结果。这意味着，负二项回归模型的误设(misspecification)对估计结果的
影响不是本模拟的关注点。因此，选择“看电视”为自变量并不失一般性。当然，若考察
模型误设对负二项回归模型估计的影响，可以在数据生成过程中引入未观察变量。这可
在将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探索。



3。4.参考上文负二项回归模型中的 Theta 参数大小，模拟中对 0. 75，
1，1. 25 和 1. 5 的情形进行模拟。
对每一种模拟设定，笔者采用统计软件 R (R Development Core

Team，2010)生成因变量，并采用四种不同的建模策略进行分析，考察
自变量系数是否显著并且和实际影响效应的方向一致。四种不同的建
模策略分别是:负二项回归模型、对因变量直接进行 OLS 回归分析
(OLS:y)、对 log (因变量 + 0. 1) 进行 OLS 回归分析［OLS: log ( y +
0. 1)］、仅对大于 0 的因变量取对数，并对变换后的变量进行 OLS 回归
分析［OLS:log(y) | y > 0)］。对每个模拟设定重复 500 次，计算出“自
变量系数显著并且和实际影响效应方向一致”的模型所占的比例。
对模拟结果(图 1 － 4)进行比较，有如下发现:

图 1 对负二项分布变量建模方法比较的模拟分析结果(Ⅰ)

1.若以正确估计回归系数的方向及显著度为标准，对于同一个模
拟情景，负二项回归模型的效果最好。负二项回归模型的效果略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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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对负二项分布变量建模方法比较的模拟分析结果(Ⅱ)

图 3 对负二项分布变量建模方法比较的模拟分析结果(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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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对负二项分布变量建模方法比较的模拟分析结果(Ⅳ)

对因变量直接进行 OLS 回归分析(若还综合考虑模型系数大小，负二
项回归模型更是优于 OLS回归模型)。对 log(因变量 + 0. 1)进行 OLS
回归分析，仅对大于 0 的因变量取对数、并对变换后的变量进行 OLS
回归分析这两种方法的效果远弱于其他两种方法，其中对 log(因变量
+ 0. 1)进行 OLS回归分析的效果最差。总的来说，若自变量的实际效
应不为 0，OLS回归估计得到显著结果的可能性远低于负二项回归模型。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取对数的目的是使因变量分布比较对称，从而更加

接近 OLS回归模型的假设，并且该方法被广为使用，但是出乎意料的是，
这种方法似乎是最不合适的方法，至少模拟分析的结果是这样。

2.对于同一建模方法，自变量的影响效应的绝对值越大，模型得到
显著性结果的比例越高。

3.对于同一个均值的负二项分布，方差越小(即 theta 越大)，模型
得到显著性结果的比例越高。

4.比较图 1 － 4 对应列可知，对于相同的 theta 值，a 值的增加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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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分布均值增加;而分布均值越大，模型得到显著性结果的比例越高。
为了考察该发现是否与自变量选择有关，笔者选择年龄作为自变量，重

新模拟，其发现与之基本一致。从以上分析可知，当社会网络规模均值
较小，方差比较大，并且自变量对网络规模影响效应较小的时候，使用

OLS方法估计网络规模的影响因素，可能会误将实际有影响的因素看
作没有影响，即低估了变量的显著性。①

四、数据、变量和测量

现有的统计理论指出，使用 OLS 对计数型变量进行建模，其估计
是不一致、非有效、有偏的。对 CGSS 2003 数据中的社会网规模不同估
算方法效果的分析表明，OLS估计结果与 Quasi － Poisson 回归、负二项
回归结果存在明显的差异。不同估计方法之间的差异在讨论网的分析
中更为明显，这可能与讨论网的平均网络规模较小有关。即使研究者
仅仅关注自变量的影响方向以及模型显著性检验是否正确，而不关心

影响效应的强度，OLS估计方法依然不是一个最优的选择。模拟分析
的结果显示，对于服从负二项分布的计数变量而言，采用 OLS 估计方
法会高估参数的标准误。换言之，如果研究者使用 OLS 估计方法，将
实际上显著的自变量误判为不显著的可能性远远高于负二项回归模

型。当负二项分布的计数型变量的方差较大、均值较小、自变量的影响
效应较小的时候，误判的可能性较大。这对我们的实际研究工作有着
一定的指导意义。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研究者在研究影响社会网规模
的因素时，常常发现引入模型的各自变量很难取得显著的效果，可能的

原因，就在于研究者没有采用合适的建模方法。实际上，研究者常常对
网络规模进行对数变化，然后采用 OLS 进行分析;而模拟方法的结果
恰恰显示，这是效果较差的建模方式。基于以上发现，本文认为今后关
于社会网规模影响因素的研究应该尽量采用针对计数型变量的建模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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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实际分析中，研究者可能发现，OLS模型中显著的系数在负二项回归模型中反而不显
著，这有两种可能:一是由随机性所引致。这并不与模拟结果矛盾，因为模拟结果是对多
数模拟的平均。二是可能因变量并不是严格服从负二项分布。



此外，本研究对于定量研究中的建模方法的选择具有一定的启发

意义。正如博克斯和诺曼(Box ＆ Norman，1987:424)指出的，“所有的
统计模型都是错误的，但是一些是有用的。”任何一个统计模型都有相
应的假定，而这些假定与数据的实际生成过程的吻合程度是有差异的。
只有当模型的假定与实际数据较为吻合，其结果才比较可靠。在这个
意义上说，研究者应该对建模方法的选择进行讨论，并对模型的研究假

定进行检验，而不是机械地选择。就社会网规模的影响因素的相关研
究而言，学者对选择何种模型估计网络规模存在不同的看法;然而，不

管选择何种统计模型，给出必要的论证依然是一种好的做法。比如，范
德玻尔(van der Poel，1993: 第 5 章)在使用方差分析来比较网络规模
的社会—结构差异时，明确指出了使用方差分析的两个原因:一、在他
的研究中，网络规模比较接近正态分布。二、方差分析更加简单。在该
书其他章节，范德玻尔主要使用泊松回归模型分析网络规模的影响因

素，因为泊松回归模型在统计学意义上更加合适(见其第 67 页的脚注
2 以及关于方法论的附录 B)。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社会网络规模
的测量指标都接近正态分布。如果网络规模测量指标明显偏离正态分
布，研究者应尽量采用针对计数型变量的建模方法。如果研究者对计
数型变量模型依然持有怀疑的态度，本文建议研究者同时采用 OLS 和
计数型变量模型进行分析，结合对模型假定的检验、模型的拟合程度和
理论指引对模型进行讨论并做出最后的选择。

附表 社会网规模的影响因素: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

自变量

Model 1
讨论网

Model 2
拜年网

Coefficient S. E. Coefficient S. E.
计数模型分部

截距 1. 31 . 13 3. 20 . 11
本县市人 . 20* . 08 － . 01 . 06
年龄 － . 02 . 02 － . 08 . 02
男性 . 10 . 04 . 03 . 03
高教育程度 － . 04 . 05 . 13 . 04
低收入群体 － . 24 . 03 － . 20 . 03
已婚 . 01 . 07 . 13* . 06
下岗 . 02 . 07 － . 01 . 06
家务劳动者 . 13 . 12 . 39 . 10
退休 － . 01 . 07 － . 01 .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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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自变量

Model 1
讨论网

Model 2
拜年网

Coefficient S. E. Coefficient S. E.
计数模型分部

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 － . 01 . 14 － . 01 . 13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 04 . 06 . 12 . 05
专业技术人员 . 18 . 07 . 15 . 06
个体户 . 52 . 06 . 07 . 05
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 23 . 07 . 10 . 06
看电视 . 06 . 02 . 00 . 02
玩牌或打麻将 － . 01 . 02 . 05 . 01
母亲教育程度 . 00 . 07 － . 03 . 06
父亲教育程度 . 04 . 05 . 04 . 04
Log( theta) . 17 . 03 . 43 . 03

0 模型分部
截距 － 22. 98 7931. 28 － 4. 21 . 89
母亲教育程度 － . 70 5458. 18 － . 86 1. 25
父亲教育程度 － . 78 3596. 46 － 1. 40 + . 75
本县市人 1. 59 7987. 43 . 97 . 89
个案数 3684. 00 3610. 00
Vuong检验(零膨胀负二项回归 vs. 负
二项回归)

支持负二项回归

p-value 0. 4666819
支持零膨胀负二项回归

p-value 4. 65622e-06

与负二项回归比较 — 婚姻状态变为显著

注:1)以人权重加权。2)模型 1 仅引入网络规模大于 0 的个案。3)阶层变量以“生产、运

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为基准项。

+ p < 0. 10，* p < 0. 05，p <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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